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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只能主体是政府

															

从管制型国家到治理型国家 
——以煤矿安全为例 

 
聂辉华 

 
摘要：在全球治理运动兴起的背景下，本文以煤矿安全为例，分析了中国从管制型国

家向治理型国家转变的必要性和条件。本文先描述了中国煤矿生产安全的现状和问题，梳理

了关于中国矿难发生原因的五种主要观点，然后表明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管制思路不能完全

解决煤矿生产安全问题。为此，必须从管制转向治理，本文分析了这种转型的必要性和四个

条件。最后，本文认为治理思路对于解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腐败问题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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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全球治理运动的兴起及启示 
     

19 世纪末期，也就是美国建国 100 周年前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商勾结、腐败蔓延；食品、药品

安全问题突出，假冒伪劣商品盛行；自然环境污染严重；垄断企业破坏市场竞争（张国庆，

2013）。20 世纪初（即美国“进步时代”），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商业活动

的社会管制，通过《州际贸易法》等法律，从此政府监管机构逐步取代法律诉讼，成为解决

市场竞争、食品药品安全以及垄断定价等问题的主要途径。此外，政府部门在社会服务、政

治选举等方面也出现了超越立法和司法机构的举措，政府规模在逐步扩大。哈佛大学经济学

家 Glaeser 和 Shleifer（2003）将这一现象称为“管制型国家的兴起”（the rise of regulatory 
state）。 

事实上，不只是美国，世界各国都在 20 世纪之后加强了对生产安全和其它社会问题的

政府监管。例如，英国颁布了《公共卫生（食品）法》（1907）、《煤矿开采法》（1957）、《污

染控制法》（1974）等系列法案。类似的监管法律和机构同样出现在 OECD（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Majone，1994）、拉美国家（Amann and Baer，2003）以及发展中国家（Cook 等，

2004）。总之，管制型国家的出现已经成为 21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一股世界潮流。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伴随冷战的结束，以及 70 年代之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大部

分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都进行了深层次的重组，包括企业外迁、就业不稳定和大规模的企业

合并。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过于臃肿，需要进行更多分权，这导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

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总之，人们逐步意识到，在国际关系、经济调节与地方政权关系这三方

面，国家不再是一切事务的中心（戈丹，2010）。从那时起，治理（governance）的思潮开

始涌动。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enau）和厄内斯特·赞皮埃尔（Ernest Czempiel）1991
年出版的《没有政府角色下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以及尚·库伊曼（Jan 
Kooiman）1993 年出版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最早提出了“治理”的概念和

框架，并推动了治理思潮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流行。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注意到了这一思潮，将治理运动推波助澜，

使之成为世界性潮流。1992 年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治理与发展》的年度报告（World Bank，
1992），1996 年 OECD 发布了题为《促进参与式发展和良治的项目评估》的报告，同年联合

国开发署发布了题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的报告。 
那么，究竟什么是治理呢？成立于 1992 年的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其 1995 年的报告《我们的全球之家》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

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的英文词根 govern 源于

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意为统治。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其

新的含义。根据俞可平（2014）的归纳，治理和统治之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区别：第一，主

体不同。 ，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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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遏制矿难的根本措施是，加

人的惩罚力度。例如，Wang（2

																																																							

可以是两者的结合。第二，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是运用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对公共事

务发号施令，而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强调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来管理公

共事务。第三，管理的范围不同。统治的范围就是政府管辖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有明确的主

权边界，而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是跨越国界的国际领域。第四，权

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权威来源于政府的法规命令，即政治合法性，以强制为主，而治理的

权威来自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以自愿为主。 
全球治理运动在实践中广泛体现，小到社区治理、市政工程，大到扶贫开发和区域发展，

更大的治理实践则涉及跨国合作的全球环境保护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例如，基于《马斯特里

赫特条约》的欧洲共同体就是一个跨国治理的典范，一些非政府组织（NGO），例如国际红

十字会，也是一种超越国界的治理模式。特别有意义的是，2013 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昭示

了，中国已经启动了迈向一个新型治理型国家的重要一步。 
从管制型国家的全球兴起，到治理运动的全球扩展，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启示：在新形

势下，对于生产安全以及其它社会问题的管理，单纯地依靠政府为主体的行政管制可能并不

足够，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会适得其反。要达致良治的效果，需要转变思路，从管制型国家转

变为治理型国家。下面，本文以煤矿生产安全为例，说明引入治理理念和行动的必要性以及

可行性。 
 

二、煤矿安全：现状与原因分析 
 

（一）中国煤矿生产安全现状 
中国的煤矿生产安全记录一直非常糟糕。据估计，全世界 80%的煤矿死亡都发生在中

国（Tu，2007），但中国的煤矿产量大约只占世界的 40%。根据中美两国的官方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1 年，中国每年因煤矿生产安全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为 4643 人，美国是 32 人，前

者是后者的 140 多倍（Nie and Zhao，2015）。按百万吨死亡率度量安全状况，21 世纪初的

美国是 0.03，法国是 0.29，印度是 0.46，南非是 0.08，而中国接近于 5！可见，即便与发展

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煤矿生产安全状况也非常严峻（Wang，2006）。 
2009 年，从山西省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煤矿整合运动，政府强力推动，将很多中小

民营煤矿或乡镇煤矿并入国有重点煤矿或者国有地方煤矿。统计数据确实表明，总体上乡镇

煤矿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国有煤矿（Nie and Zhao，2015）。事实上，这场以“国进民退”为特

征的产业政策，确实导致了中国矿难死亡人数的下降（白重恩等，2011）。然而，规模最大、

设备最好的国有重点煤矿的安全状况跟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差。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局长王显政披露的数据，2004 年国有重点煤矿的百万吨煤死亡率为 0.973，国有地方

煤矿的死亡率为 2.606。① 尽管相对于 21 世纪初的情况有较大改善，但是跟美国相比仍然

差距较大，而且还不如印度。在局部地区，主管安全的负责人甚至坦承，国有重点煤矿的安

全状况还不如乡镇煤矿。② 可见，仅仅对小煤矿“关停并转”是不够的，国有煤矿自身的

情况，甚至整个监督体制都值得反思。用管制型思路来治理生产安全问题，究竟还能走多远

（二）对中国矿难的理论分析：一个综述 
1949 年建国初，就成立了煤矿安全检查体系。可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安全生产监管，

为什么中国依然矿难频仍？近年来，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煤矿生产安全问题非

常关注（例如，Chen 等，2012），国内也有不少文献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矿难的原因和安全对

策进行研究。大致来说，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矿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观点。 
（1）政府监管论。一些学者认为，矿难频繁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严格的政府监管。

强和完善政府对煤矿安全的监管体制，提高对煤矿事故责任

006）概述了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的体制演变，认为建立

	
①	新华网，《全国国有重点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创历史最好水平》，链接为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2/14/content_2332495.htm。 
② 例如，2012 年贵州省的国有重点煤矿死亡率高于乡镇煤矿，新闻链接为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125/103399.shtml；2014 年的四川省也是如此，新闻链接为

http://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40522/63979.shtml。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125/103399.shtml
http://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40522/639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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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国家生产安监总局有效地减少了矿难。郑风田和冯伟（2007）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法律

和行政多种手段，对煤矿进行综合治理。肖兴志等（2009）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表明，加强煤

矿的规制能够有效地降低煤矿的死亡率。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过度的监管也是不合适的。当矿难爆发时，或者处于政治上的敏

感时期时（比如“两会”和春节期间），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采取“一刀切”式的

关井限产政策，对矿难发生地的其他煤矿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煤矿企业缺乏长远预期，

生产投入和安全投入不足（例如，谭满益和唐小我，2004；Nie, et. al.，2013）。针对这种不

当的监管或规制，肖兴志等（2011）将其归纳为“规制波动论”，他们通过选取中国 2001
年 1 月－2010 年 8 月的相关数据，发现规制水平波动对保持煤矿企业生产预期稳定和预防

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都将造成不利影响。 
（2）政企合谋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央政府不了解真实生产成本的信息不对称情形

下，负责经济发展和安全监管的地方政府为了政治升迁和财政分权的利益，会与煤矿企业合

谋，纵容煤矿企业选择低成本、高危险的生产方式（例如，减少安全投入和延长加班时间）

来增加煤矿产量，这导致了很高的矿难概率（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
Jia 和 Nie（2015）基于 1995－2005 年的省级层面煤矿死亡率数据，发现当国有重点煤矿下

放到省级政府管理，并且主管安全的副省长是本地人时，政企合谋显著地增加了煤矿死亡率；

当负责煤炭安全监察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重新收回安全生产的监察权时，煤矿死亡

率明显下降了。与此类似的观点是“官商勾结论”，例如陶长琪和刘劲松（2007）、赵连阁

（2009）、王天龙（2010）、沈费伟（2013）以及 Fisman 和 Wang（2015）等。 
（3）乡镇煤矿论。这种观点认为，以乡镇煤矿为主的中小煤矿是中国矿难的主要原因，

因为它们规模小且分散、技术水平低、安全措施缺乏，具有最糟糕的职业安全条件（Tu，
2007），同时相对于国有煤矿又最容易受到各种政策的影响。类似地，Wright（2004），周肇

光和黄敏（2006）、钟笑寒（2011）等都持有这类观点。 
但是，也有一些文献认为，乡镇煤矿本来就缺乏清晰的产权，没有稳定的预期，因此

关井政策只会使乡镇煤矿更加减少其安全投入，从而恶化其安全状况，这会导致更高的矿难

发生概率（钱永坤等，2004）。这一派观点也可以称为“产权论”，即认为乡镇煤矿之所以缺

乏安全水平，是因为其产权不够清晰，所有者缺乏稳定的预期和可观的安全投入回报。与产

权论相一致的是，白重恩等（2011）利用 1995－2005 年的省级层面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方

法，发现关井政策导致乡镇煤矿的煤炭产量显著下降，但是死亡率却显著上升。因此，他们

认为，明晰产权比单纯的强化规制或监管更加重要。 
（4）安全投入论。这种观点认为，导致我国煤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煤矿企

业的安全投入严重不足，这导致安全设施不完善，同时技术人员短缺。例如，汤凌霄和郭熙

保（2006）等指出，煤矿安全投入具有数额大、收益慢、隐蔽性和外部性等特点，因此很多

煤矿投入长期不足。他们认为，应该由各级政府增加安全投入，或者提供银行贷款。根据国

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讲话稿，2005 年国有重点煤矿的安全历史欠账高达 689 亿元，乡

镇煤矿的安全欠账至少在 2000 亿元以上。田水承等（2007）建立了适用于煤矿企业的安全

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如何进行分项的安全投入可以达到最大的安全产出效果。陶长琪和刘劲

松（2007）根据美国的经验认为，只有大煤矿才能承担巨额的安全投入，因此中国的煤矿应

该避免过度民营化和小型化。现有文献几乎都是案例研究，或者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唯一

的例外是 Nie 和 Zhao（2015），他们使用 2001-2006 年的中国煤矿企业数据，发现煤矿的负

债率会显著提高矿难死亡人数。 
（5）工人素质论。这种观点认为煤矿工人的麻痹大意、素质低下、技能不高和缺乏维

权渠道导致了矿难，例如 Whyte（1999）、Tu（2007）等。曹渝等（2007）利用湖南一些煤

矿的一个小样本数据发现，超过 60%的井下矿工认为自己缺乏安全感。他们建议，应该加

强对矿工的安全教育，提供必要的心理诊断，以及通过增加安全投入减轻工人的疲劳感。郑

风田和赵淑芳（2005）认为，煤矿企业管理者的安全意识与安全责任、管理层与矿工关系、

教育与培训是造成不同的煤矿企业的生产安全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对中国矿难治理的反思 
总结起来，现有文献的主要观点是加强政府对煤矿行业的生产安全监管，包括防止地

方政府和煤矿企业合谋、整顿中小煤矿、增加安全投入、加强对工人的安全培训等，总之是

将全部或者大部分希望寄托在政府管制上。这种思路的效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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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地说，中国政府对于煤矿生产安全问题一直高度重视，并且管制力度一直在加强。

在法律法规方面，从 1986 年的《矿产资源法》，1992 年的《矿山安全法》，1996 年的《煤炭

法》，到 2001 年《职业病防治法》，再到 2002 年的《安全生产法》，另外国务院和国家安监

总局（或生产安全主管部门）几乎每年都分别颁布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监管机构设置

方面，建国初期的煤矿安全监管机构设在燃料工业部以及此后的煤炭工业部下；2000 年设

立了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将煤炭生产和安全监察分开；2001 年又设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与煤监局合署办公），并构建了垂直管理的国家、省、地区三级煤炭安全监察体系；

2003 年，国务院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列为国务院直属机构；2005 年，国务院决定把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正部级），同时专设由总局管

理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部级）。 
不可否认，全面强化的国家生产安全监管对于减少矿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样不可

否认的是，根据最近几年的煤矿安全数据和指标，不断强化的行政管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煤矿死亡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本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每年几千名矿工死亡的悲

剧。此外，现有理论也难以解释，产权清晰、设备较好、资金雄厚、工人素质较高的大型国

有重点煤矿的百万吨煤死亡率依然远超过美国或印度的事实。 
在严厉监管之下，为何中国仍然矿难频发？我认为，目前的监管理念和监管体系过于

依赖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忽视了媒体、居民、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

体的积极角色，从而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过于依赖以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弱化了以

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协商机制，从而难以完全解决执行或履约（implementation）问题。现

有文献过于强调政府的管制价值，忽视了多元主体的治理价值。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煤矿

生产安全问题，政府必须实现从管制到治理的根本转变。 
 

三、从管制到治理的转变条件 
 

为什么单一的行政管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矿难问题？从管制到治理的转变，如何有助

于解决矿难问题？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单纯追求 GDP（国内生产总值）到追求 GNH（国民幸福指数）。中国经济在

过去三十多年里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将提高 GDP 或财政收

入作为主要的绩效目标并展开竞争（杨瑞龙，1998；Li and Zhou，2005）。因为 GDP 容易测

度，并且在经济利益上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能够实现激励相容。问题是，这种单纯追求 GDP
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会导致严重的激励扭曲。人们除了追求经济利益，还在乎自然环境、文

化生活以及其它精神产品。然而，由于过去弱化了对环境或者精神产品的考核，在地方政府

承担多项任务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当然会将主要努力甚至全部努力投入到容易考核且更被上

级看重的 GDP 上，而忽视居民的其它需求。这是多任务代理模型的基本结论（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政企合谋”导致的矿难，是官员激励扭曲的一个案例。只要对政府的绩

效考核还是完全或者主要依赖于 GDP，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就可能会漠视矿工生命安全，

它们就依然会进行合谋，从而矿难就难以避免。 
要防止这种激励扭曲，中央政府实现要在考核体系上实现转变，从过去过于看重 GDP，

转向更加看重 GNH。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是国民幸福指数，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它类似于“绿色 GDP”或者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与 GDP
完全强调经济增长不同，GNH 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公民幸福感。

重要的不是具体名称，而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传统的管制理念是以政府绩效目标为依托，必

然注重容易考核的 GDP 或财政收入。只有从管制理念转向治理理念，政府才能将居民的需

求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从而避免单纯追求 GDP 的扭曲行为。伴随经济收入的提高，居民

的需求必定从过去的纯粹金钱收入，逐步转向环境保护、生命安全和幸福感。因此，从管制

理念转变到治理理念，必然驱动政府绩效目标的转变，而一旦政府的绩效考核方式发生变化，

地方官员行为和企业行为就会随之变化。当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更加强调生命安全和职工幸

福感时，当然就会更加注重安全投入，矿难就会内生地减少。 
第二，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仅仅是政府将居民的需求纳入自己的绩效考核目标，

并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因为政府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而居民的需求是无限的，两者之

间的供需矛盾会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使政府无法聚焦于重大事务，往往顾此失彼，最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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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的全面目标压力下产生了低效率和官僚主义。以煤矿生产安全为例。如果政府既要

保障煤炭产量，又要保护煤矿周边环境和所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关注矿工的生命安全

以及生活品质，必然导致政府精疲力竭，穷于应付，很可能最后产量难以保证，而矿难也难

以防治。 
要解决这种供需矛盾，政府的边界必须发生改变，即从过去的管制时代的全能政府转

变到治理时代的有限政府。全球治理运动崛起的一个背景，就是政府出现了臃肿病，因此要

“瘦身”，要给政府减负。政府应该集中于最重要的功能，即提供产权保护和司法公正（North 
and Thowmas，1973；Besley and Persson，2009），然后将其它功能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一

个管制型政府必定趋向于一个全能政府，因为需要政府管制的经济社会事务会越来越复杂和

庞大。而一个治理型政府必定是一个有限政府，因为它不是唯一的管理主体，这就涉及第三

个转变条件。 
第三，从单一统治到共同治理。统治型政府完全依赖政府作为单一执行主体，在多层

级组织的政府架构下，必然会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不管多么全能的政府，也不管多么敬业

的政府，在市场交易日益复杂并且信息爆炸的时代，都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因此，上级政

府和下级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和居民之间都会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仍以

煤矿生产安全问题为例。尽管从中央到省、市都设立了独立的、垂直管理的煤矿生产安全监

察机构，但是一个地方毕竟只有一个安监机构（通常有几十人），如何能够管理几百个乃至

上千个大大小小的煤矿？一般大型煤矿都有十几万个职工，矿井星罗棋布，因此单纯依靠政

府机构肯定无法实现监管全覆盖。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才能解决日益庞杂的安全监管问题。治理的要义，就在于多个利益

相关者通过协商或契约，共同参与某件事务的管理工作。生产安全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一

个合理的生产安全管理体系，应该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以适当的方式

参与进来。例如，中央政府的优势是具有高层次的政治权威和协调能力，那么可以让中央政

府负责生产安全的总体规划以及宏观层面的监察工作；地方政府的优势是信息比较充分，具

有行政执法能力，因此可以负责本辖区内安全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以及具体案情的查处；煤

矿企业的优势是更清楚生产安全隐患，具有主动行为能力，因此应该侧重于安全预防工作以

及确保按标准安全程序进行操作；媒体的优势是外部监督，特别是防范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

合谋，因此重在事后监督和新闻曝光；行业协会的优势是，对专业知识比较丰富，可以在安

全防范方面推动知识共享，因此侧重于事前的安全规范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工人或普通群众

的优势，往往体现在事故爆发后拥有内部信息，他们可以主动与媒体通气，防止煤矿企业隐

瞒真相，以及企业和事故家属之间的“私了”。 
第四，从“文件治国”到依法治国。传统的政府管制思路，主要强调政府的行政命令

和行政许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以“红头文件”形式发布的行政命令往往成为政府统

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具体表现为：第一，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主体往往是相关部委，法律经全

国人大颁布之后，具体的实施方式取决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相关部门制定的部门

规章，或者各地政府颁发的实施细则。因此，作为部门规章制度的行政命令往往成为实际上

的主要统治工具。第二，“红头文件”的作用往往压倒法律法规。由于法律条文经常是粗线

条，或者滞后于现实情况，各级党政机关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某些情况下替代了法律法规

的作用，甚至当两者矛盾时，行政机关往往以上级机关制定的“红头文件”为主。第三，行

政命令朝令夕改，甚至多部门之间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相对于法律而言，管制部门的

行政命令属于事前的“主动执法”（Pistor and Xu，2003），具有更多灵活性，但是也具有更

多不确定性，往往无法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稳定的预期，并给官员提供了更多是寻租空间。一

个典型的案例是，一个地方的煤矿出事了，当地政府在上级政府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往

往对整个地区的煤矿企业都采取“一刀切”式的停产整顿，而不管其它煤矿是否符合安全规

定（肖兴志等，2011），这实际上削弱了合格煤矿进行安全投资和生产投资的稳定预期，鼓

励了煤矿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 
与管制理念不同，治理理念强调多个主体在协商或者契约基础上共同进行管理。法律

就是最具强制力的一种社会契约。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凌驾于法律之

上，政府监管者也不例外，因此法律成为所有组织或个人行动的“最大公约数”。首先，在

多主体治理模式下，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可以成为“最后的监督人”，使得监督者本身也必

须守法，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逻辑悖论。因此，“政企合谋”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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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次，法律作为政府治理的主要手段，可以确保所有参与

人，不管是有政治关联的煤矿还是没有政治关联的煤矿，都有稳定的预期进行生产投资和安

全投资，从而形成正面的激励反馈。因为法律不能象行政命令那样朝令夕改，同时作为“被

动执法”的法院和司法系统基本上可以杜绝事前寻租的空间。再次，法律作为社会契约的一

种，不同法律之间通常不存在自相矛盾的条款，因此可以避免行政命令具有的政出多门和部

门利益冲突的弊端。 
 

四、结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目标，

这契合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兴起的治理运动潮流。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中国应该

从一个管制型国家全面转向一个治理型国家，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类突出的社会问题。本

文以煤矿生产安全为例，认为现有研究和现行政策都强调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解决思路，但

是实际上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煤矿安全问题。因为行政管

制更容易导向以 GDP 为核心的一元化绩效目标，忽视其它重要目标和诉求，并且难以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寻租问题，最终导致官员行为激励扭曲、政企合谋以及煤矿企业缺乏安全

投入的稳定预期。为此，本文提出了从管制理念转向治理理念的必要性和四个条件。由于食

品安全、环境污染和腐败问题与矿难问题具有相似的制度背景和发生原因，因此本文提出的

解决思路同样适用于解决这类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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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coal mine safety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conditions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regulation-oriented state to the governanc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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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Firstly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safety in the coal 

production in China, combing the five viewpoints about the causes of China's coal mine disasters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thinking of single way of top-down regulation can 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safety problems in the coal mine production. Therefore, China must shift from regulation to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our condition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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